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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明代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双峰并峙，共开繁花。 正德时期是明代文化变迁的分水岭。 明代文化的动

态变迁分为三个时期：一是程朱理学一统与明初文化的保守期；二是王学崛起与市民文化的形成期；三是“实学”思
潮兴盛与知识阶层的内在反思期。 明代堪称最有活力、多样性且具解放精神的时代，文化呈现出多元纷呈的景象，
进而形塑成以个性张扬、人文主义、市民文化为主要表征的“明型文化”。 在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明代文化不但是

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起始，有着与世界文化进程合辙的面向；而且有不同于他者文化的独特个性，在近代化进程中展

现出本土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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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正值社会转型时期，是中国近代化历程的

开端。 基于人口的持续增长、白银的货币化、商业贸

易的兴盛、物质生活的丰富、都市的繁荣以及都市生

活方式向广大农村的渗透，明代社会呈现出两个大

的转型。
一是“社会流动”的加速，因科举而得以晋身的

士大夫，逐渐取代魏晋以来的门第、望族，随之形成

“士大夫社会”，并经“士商互动”之后，致使原本士、
农、工、商等级井然的“四民”社会，转而向“四民”相
混转变，或因王纲解纽、礼教松懈而导致社会等级秩

序趋于颠倒。
二是从“名教”向“人欲”的转变。 诸如：个人的

价值不再遭受礼教或政治权威的束缚而有所贬抑；
道德层面上的“君子”人格，不再高踞于“小人”之

上；缺乏知识教养的平民，不再唯士大夫马首是瞻，
不再需要士大夫等知识阶层的教诲。 进而言之，自
宋代以来被儒家奉为自然法则的“天理”受到了部

分的质疑，而源自个人私心的“人欲”，则得到了理

性的肯定。

明代又是文化变迁的时期。 随着社会的逐步转

型，导致精神层面出现了诸多近代性的萌芽。 明代

中期以后，在文化层面呈现出一种“反道乱德”的倾

向，诸如经书、传注、躬行实践原则、纪纲法度之类传

统的伦理、道德，遭到来自各方人士的质疑与挑战；
佛教沦为“末法世界”，固有的佛法、戒条几被冲决

殆尽；得益于文人、学者对戏曲、小说的重视，以及戏

曲、小说与商业文化的紧密联系，作为思想或精神载

体的语言文字———白话，在官方告示、文人文学、大
众性小说中得到了广泛运用，文字不再局限于儒家

文化传统意义上的“载道”，而是成为基于现实生活

土壤的真实语言，逐渐疏离于传统的士大夫精神，更
能表达平民内心真实的意愿。

明代成为最有活力、多样性且具解放精神的时

代，历史的陈旧的传统受到不同程度的怀疑，旧的观

念受到了来自各方文化力量的猛烈冲击，思想比任

何时候都活跃，文化呈现出多元纷呈的景象，进而形

塑成以个性张扬、人文主义、市民文化为主要表征的

“明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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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代文化的动态变迁与内在理路

文化不是一个固化的静止体，而是随社会转型

而动态变迁。 明代文化是一个复杂的变体，必须从

动态的角度加以深入探讨，才能厘定其清晰的内在

变迁理路。
文化变迁显然牵涉到文化史的分期。 关于明代

文化史的分期，大抵存在着三种看法。
其一，二段分期论。 这一分期论，从儒学、文学、

艺术、佛学四个层面的内在呈现及其变化趋势，将明

代文化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一是明代前期，二是王阳

明心学崛起之后的明代后期［１］４－１６。
其二，三段分期论。 这一分期论，或从学术史视

野下的理学流变切入，将明代理学的变迁分为三个

阶段［２］６０－７６；或以明代一般史的分段作为明代文化

分期的依据，将明代文化分为明初、明代中叶以后、
晚明三个时期［３］１－５。

其三，四段分期论。 四段分期论的说法源自张

涛纂修的《歙县志》中《风土论》一篇。 此论以风俗

变迁为线索，以四季变化为比喻，将明朝的风俗变化

分为冬、春、夏、秋四个阶段［４］ 。 这种将明代盛衰分

为四个阶段的划分法，最早得到了明末清初学者顾

炎武的关注，并将其辑入《天下郡国利病书》中。 以

此说为前提，有学者在对明代文化加以宏大叙事时，
同样将明代文化的变迁分为冬、春、夏、秋四个时

期［５］１－１７。
明代文化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那么正德时期

（１５０６—１５２１ 年）就是明代文化变迁的分水岭。 “时
代思潮”不仅是一代学术思想之主脉，也是一代文

化之主脉。 若以时代思潮为考察主线，那么明代文

化的动态变迁则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从洪武到弘

治（１３６８—１５０５ 年），是程朱理学一统与明初文化的

保守期；从正德至万历中期（１５０６—１６０２ 年），是王

学崛起与市民文化的形成期；从万历三十年到明亡

（１６０２—１６４４ 年），是“实学”思潮兴盛与知识阶层

的内在反思期［６］１－１２。
１．程朱理学一统与明初文化的保守期

明初立国，取元朝而代之，堪称一个历史性的转

折。 这一转折具有以下两个面相。
一是消除元朝时期的一些社会习俗、文化以及

制度的影响。 如通过禁止“胡名” “胡语” “辫发”
“胡髻”“胡服”，使衣冠文物制度尽复唐代“旧制”。
这一运动的目的，旨在将已经融合了草原游牧民族

生活习俗的一些不适合明朝统治的地方风俗，“拯
而出之，以复见天日”①，而后达臻 “再造天地之

功”②。 朱元璋的意图就是通过去除元朝时期某些

顺应历史潮流而改变的民间习俗、文化以及制度，确
立新朝政治的合法性与文化的正统性，亦即重续

“中华正统” ［７］ 。
二是重建官方意识形态与礼教秩序。 明太祖朱

元璋对思想文化的钳制极为严厉，重新以程朱理学

作为官方的哲学，一扫元末以来诸子争鸣的学术风

气，使思想文化重新归于一统。 与此同时，朱元璋分

别在洪武四年（１３７１ 年）、五年两次下诏，制定官民

揖拜、官民相见之礼，借此确立“尊卑定而等威辨”
的礼教等级秩序［８］ 。

究之明初文化，显然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官方文

化的保守性；二是文化具有平和广大之气，且兼宫廷

的风致与皇家的气魄。
就官方文化的保守性而言，在明初严密的政治

与思想统治之下，在学术思想领域内，上承元代，尊
崇程朱理学，处于一种“述朱”时期，毫无新颖的发

挥，亦即黄宗羲所谓的 “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

朱” ［９］２２１。 肯定文学特具的伦理教化价值，否定文

学的审美价值，这是明初文学观的一大特点。 如杨

维祯曾与他的老师黄溍详细讨论过文章的变迁，最
终看重的还是“载道之文”，而其中所谓的“道”，则
完全源自《六经》 ［１０］ 。 明初立国，尊崇儒学，结果导

致戏剧并无多少创新， 或士大夫耻于 “留心词

曲” ［１１］３３７，或相传的院本不过是“演金元之旧而

已” ［１２］ 。 明初画院脱离了师造化的传统，作品内容

多模拟剿袭古人，空洞无味，毫无生色。 与绘画中拟

古风气相应，在明初的音乐领域中，同样兴起了一股

复古的逆流。 明太祖朱元璋针对元时音乐俱废、淫
词艳曲更唱迭和的实际状况，锐志雅乐，对一切谀词

艳曲弃而不取，开始了官方的音乐复古运动。 这就

导致音乐走向伦理化的歧路。 明初人的佛教观开始

发生一些转变，亦即将求佛“真性”并不仅仅限于

“语言”上，而是要扫除一切“旧知闻”，转而重视修

行［１３］ 。 学术思想的保守，势必导致人格追求的拘

谨。 拘泥于传统的礼教，强调 “庄敬”，反对 “安

肆” ［１４］ ，对传统道德规范亦步亦趋，这是明初文人

学士行为特征的共同点。
就明初文化平和广大之气而言，诸如学术之博

大，文章具有“开国气象”，以及音乐之“平和广大”，
均堪称明初文化的表征。 就明初文化所具宫廷的风

致这一特点而言，诸如台阁体文学的风行，以及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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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本身所具典颂之文、典质和平、雍容温释的文学

风格；宫廷画的兴盛，以及所具规制严整、峻伟雄壮

的艺术特色，同样也是明初文化的表征。 富丽堂皇

的外表，雄伟的气魄，巨大的规模，这是明初皇家建

筑的一般特点。 永乐十年（１４１２ 年），明成祖朱棣下

令在南京新建大报恩寺及九层琉璃宝塔。 尤其是琉

璃宝塔，外壁用白瓷砖砌成，每块瓷砖中央嵌有一个

佛像。 佛像用琉璃砖十数块拼凑而成，其衣袂之飘

逸，面目之神韵，须眉之妥帖，信属鬼斧神工。 如此

大的工程，如此壮观的建筑，“非成祖开国之精神，
开国之物力，开国之功令” ［１５］ ，实在难以想象。

２．王学崛起与市民文化的形成期

在明初文化氛围下，人们的思想变动极其微小，
思想趋于一统，传统受到倍加尊重。 然而，历史已经

证明这样的状况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 严密的统

治，其结果势必造成整个文化结构趋于保守和僵化。
明代中期以后，一方面，社会已经发生了极大的

变动，“波颓风靡”已是当时世风的一般写照，社会

已经到 了 王 阳 明 所 指 出 的 “ 病 革 临 绝 ” 的 地

步［１６］８１４；另一方面，程朱理学那种为现实秩序提供

理论基础的逻辑———“自然法则”的设想，在明代中

期这种社会变革大势前显得束手无策，完全陷入僵

化、保守的境地。 明初盛行一时的程朱理学，因逐渐

丧失内发的创造性而与时势日渐乖离，导致重视人

类基本的生命意义及重新检讨主体与外界关系的心

学的崛起［１７］１２４。 由此可见，社会、文化机制的矛盾

运动，势必自发地引起新的文化变革。
自明代中期开始的文化变革，王阳明、李梦阳走

在时代的前列，在这场变革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王阳明的思想价值在于变化“道德”认知，导致“理
学之变而师心”；李梦阳的思想价值在于革新“文
章”风格，导致“时文之变而师古” ［１８］ 。 王阳明开创

的“良知”说，在人性论上与程朱理学的“天理”说正

好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 “天理”主要是对传统伦

理纲常进行本体性的论证，借此证明道德规范的必

然合理性；而王阳明的“良知”说则旨在说明传统伦

理道德的实际可行性，强调的是道德实践、道德情操

的迫切必要性。 在王阳明论证逻辑的背后，实际上

突出了个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体能动精神，客观上

提高了人的价值和作用。 阳明的学说，打破了“迷
古”的魔障，给人们以直抒己见的勇气，为晚明思想

家挣脱传统的羁绊奠定了理论基础。 诚如焦竑所

言，阳明学兴起之功，“闻者豁然，如披云雾而睹青

天也” ［１９］ 。

明代中期以后思想与文化的巨大变动，主要体

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儒学的转向，亦即从宋儒具有道德法则性

质的“天理”，向具有明确的道德感知的“良知”转

化。 若是仔细考察从阳明的“吾之良知”，到罗汝芳

的“赤子之心”，再到李贽的“童心”的变迁历程，不
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到了李贽所谓的“童心”，
已经达臻良知成熟甚至良知独立这样一个阶段，堪
称中国近代思维的一个顶点，且更为切合时代的价

值趋向。
二是文学的转向，亦即从复古、拟古向崇尚性灵

的转变。 这一历史性的转折，显然得益于李梦阳。
继李梦阳之后，如袁宏道、徐渭、钟惺等人，在文学宗

旨上无不排斥王世贞、李攀龙的拟古之论，进而提倡

性灵之说。
三是书法、绘画艺术的转向，亦即从崇尚绘画技

艺向以性情自然为宗的转变。 以书法为例，祝允明

一方面重视对王羲之、王献之等前人书法的继承；另
一方面，则又讲究自己的个性创造，主张“胸中要说

话” ［２０］ 。 至于绘画，更是出现了“至沈启南出而戴

画废矣”的局面［２１］ 。 这一局面的出现，显然实现了

从以戴文进为代表的宫廷画院画风，向以沈周为代

表的文人画画风的转变。
四是佛学的转向，亦即从儒、佛、道之辨向儒、

佛、道合流的转变。 随着儒、佛、道渐趋合流，一方

面，把一切烦恼尽行扫除而进入悟境的如来禅日趋

式微，代之而起的则是追求人心之现存即顺从性情

之自然，且应机而入悟境的祖师禅的盛行［１］８；另一

方面，继儒、佛、道合流之后，佛、道渐趋世俗化。
五是人格的转向，亦即人格从礼教的禁锢中得

以解放，自我意识随之高涨。 这种转变，肇端于陈白

沙，集大成于王阳明。 到了李贽那里，更使儒学的自

我意识在明代思想史的发展中开始转向个人主义。
经过肯定人的“私欲”与追求个性自由这两个

层次的发展，最终导致“市民文化”得以形成。 晚明

市民文化的内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世俗的情趣。 如晚明木刻版画即属符合市

民审美情趣的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并与小说、戏曲作

品相结合，成为深受市民欢迎的新艺术。 自隆庆、万
历以后，像男女私亵情状的画面陆续出现在瓷器上，
或者将小说、戏曲题材融进瓷画之中，既适应了当时

的享乐主义思潮，又迎合了市民的精神需求。
二是民间的格调。 晚明的民歌，如《挂枝儿》

《打枣竿》《山坡羊》之类，无不脍炙人口，流传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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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广，虽不似士大夫所创作的旧曲，显得蕴藉雅致，
但它们都是通俗的、有生命力的、新鲜的并受大众喜

爱的歌曲。
三是文化的商业化。 晚明是商业文化最为繁盛

的时期。 以书籍出版为例，明末广泛流行的“评本

书”，无非是为了适应当时读书人“求名”的风气，而
那些精明的商人，却在及时适应这种时代风气的过

程中而大获其利。 商业化向图书领域的渗透，其最

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载籍泛滥。 明人何良俊说：
“今小说杂家，无处不刻。” ［１１］２５吕坤也由衷感叹：
“古今载籍，莫滥于今。” ［２２］

３．“实学”思潮的兴盛与知识阶层的内在反思期

王阳明死后，王学随之出现了分化。 这种分化，
或流于“实际未诣”，或流于“放旷自恣，而检柙不

修”，甚至将“良知”之说滑向“言寂言修” ［２３］ 。 这

无疑使王学日渐趋于空疏无根。 正如明人唐仁卿所

论，阳明学的“良知”说，实则具有“醒而荡”两个面

相：一方面，良知之说确有“醒人”之功，正如时人所

言，是一种“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大动作；另一方面，
良知之说又存在着流于“荡”而无检束的风险［２４］ 。
王氏后学的流弊，再加之国家处于动荡与危急存亡

之秋，势必导致阳明心学遭到各方人士的批判与反

思［１７］１。
开启于弘治、正德之际的人文主义思潮，至万历

中期达到了极盛。 自万历三十年（１６０２ 年）李贽去

世以后，在晚明喧嚣一时的人文主义思潮渐趋衰落。
取代人文主义思潮的是明末“实学”思潮与儒家知

识分子的自我批判思潮。 究晚明思想、文化变迁的

内在理路，大致沿着以下两条路径展开。
其一，是对王学的修正。 阳明殁后，王学随之分

为三派：一是良知现成派（左派），认为良知存于自

己的内心之中，不须修行，即可顿悟，进而流于狂妄、
大胆甚至超越儒学的藩篱；二是良知归寂派 （右

派），倡导虚静修养工夫，重视静坐参悟，随之陷入

佛教空谈遁世的陷阱；三是良知修正派（正统派），
主张事上磨练，否定“良知现成”，立足“戒惧”功夫，
并将“慎独”视为圣学的真脉。 尤其是良知现成派

的思想，因为适应了当时的时代潮流，随之得到广泛

的流行，甚至风靡于明末社会。 其结果则导致儒学

与禅学的合为一体，甚至使儒者人格变得越发狂放。
在修正王学流弊的过程中，先有东林领袖顾宪成、高
攀龙等提倡格物，以救空谈之弊，可以归为第一次修

正；后有刘宗周提倡慎独，以救放纵之弊，属于第二

次修正［２５］ 。

其二，“实学”思潮的兴盛。 在晚明时期，“经
世”“经济”“实用”等成为出现频率颇高的词汇。 谈

经世之书，有《经世八编类纂》 《皇明经世文编》；谈
经济之书，有《昭代经济言》 《子史经济言》；谈实用

之书，有《皇明经世实用编》。 明代末年儒家知识阶

层内部的文化反思，究其理论核心，实是讲究“经世

致用”。 其间又可析为两派：一是“明体适用”，二是

“义利双行”。 尤其是“明体适用”，关键在于“体”
“用”二字。 “体”是儒学的本体，它是终极的根源，
是导出“用”的源头；“用”由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这

两项内容构成。 “致用”的根本，归有光之说在于挽

救道学的空疏，走“通经学古”的旧路［２６］ 。 钱谦益

承袭归氏之说，提出“明体适用”之说，其中的“本
体”，包括经与史两项内容，事实上就是经与史的合

一体［２７］ 。 与明代中期以后人文主义思想家冲决

“圣经贤传”的理性态度不同，明末儒家知识阶层内

部的文化反思，只能对“六经”采取历史主义的态

度，对“圣经贤传”做出一些羞怯的批判。 他们固然

对理学家空疏不实的流弊有所匡正，开始致力于

“经世致用”这一学风的开拓，但如果从整个文化史

的变迁视阈加以观察，这不过是儒家思想形态的自

我调节。

二、明代文化的“活力”与“多样性”

就明代文化而论，晚明堪称最有活力、最有生

气、最有解放精神的时代。 进而言之，明朝人思想之

活跃，兴趣之广泛，视野之开阔，均是前无古人的。
１．明代文化的“活力”
明代文化的内在“活力”，大抵可以用奇、新、变

三字加以概括。 这显然已成明代文化的三个表征。
奇者，怪也。 明人喜欢说一些不合于传统是非

标准的奇谈怪论，借此获取声名，或起到轰动效应。
如丘濬在思想上并不为前人所束缚，有些见解甚至

是非颇谬于古人。 如他论秦桧，说宋在当时是不得

不与金讲和，“南宋再造，桧之力也”；论岳飞，则以

为“未必能恢复” ［２８］ 。 又如丰坊，其人也相当怪诞，
尤其喜欢訾毁“先儒”，如说朱熹因为“食贫无计”，
才卖书糊口；又说杨荣纂修《四书大全》 《五经大

全》，是因为他的妻子姓朱，所以多采用朱熹之

说［９］６０７－６０８。 可见，在怪论中不乏穿凿附会之见。
李贽在论定“君子”与“小人”，以及“清官”与“贪
官”时，明确断言小人可以“误国”，但君子更能“误
国”，甚至径称“贪官之害小，而清官之害大” ［２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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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著名文人叶绍袁的岳父沈珫，也对贪念有所肯

定，认为“自审才足以贪，不妨于取” ［３０］ 。 传统史学

评骘人物，多以道德价值作为衡量的标准。 明人对

“清官”“贪官”的重新论定，固然是一种怪论，且不

符合传统的道德标准，但这种怪论的广泛出现，显然

是价值观的重建，并大体可以证明明代文化的内在

“活力”。
怪论固然并非全是新说，但怪论的出现至少可

以证明，在明代的知识人群体中，开始对儒家传统道

德进行彻底的反省，进而为自出机杼的新说奠定了

思想基础。 在晚明的知识人群体中，出现了不乏新

见的论著，如贺道星之《危言》，袁宏道之《狂言》，李
贽之《焚书》，顾大韶之《放言》。 从这些书名或篇名

不难发现，他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言论或许

会因为自出机杼而不被传统或世俗之士所见容。
通观明代文化变迁，大致呈现出两大倾向。
一是怀疑精神。 如李之藻认为，人具怀疑精神

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人只要“求诸自心而不得”，或
者“质诸习闻习见而不合”，势必会产生怀疑。 当

然，所谓的“疑”，可以分为“正疑”与“妄疑”两种，
他所取的仅仅是“正疑”而已，但李之藻提出的“正
疑”，势必导致这样一种认知，即“道” 未必“备于

古”，“经”未必“尽于圣” ［３１］９２－９３。 在明人思想中，
弥漫着一股疑古的思潮。 这种思潮，先由“疑传”开
其端，进而发展到“疑经”。 一至“翼经” “续经”说

的提出，更是说明明人已具一种“经自我作”的思

想［３２］ 。
二是创新精神。 明代学术的最大特点，就是自

出机杼，凡是前人说过的话，便不屑再说，却总是要

另出一番臆说。 从清儒李光地的记载可知，明末有

一位耆老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孔子之书，不过是立

教如此，非是要人认以为实。” ［３３］ 这种别出己见的

风气，始于嘉靖以后，尤其是王阳明开启了这一派的

学问，进而在明末蔚为一股风潮。 在明末，无论是浅

学小生，还是著名的文人学者，无不“以訾毁先辈为

豪大，以诋讥宋儒为名通”，甚至成为当时学术界的

一种“时尚” ［３４］ 。
变者，即不再恪守传统，而是持一种“是今非

古”之论。 如江盈科反对“泥古”，对迂腐的宋儒动

辄恪遵“先王之法”尤为反感，认为先王之法“宜于

古不宜于今”，不可概执［３５］ 。
２．明代文化的“多样性”
明代文化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面相。 这种“多

样性”，大抵可以用博、杂二字加以形容。

说其博，不仅限于知识储备的弘博，更是指明人

有着包容不同思想、不同见解的胸怀。 就知识结构

的弘博而言，明人兴趣广泛，喜于务博，几已成为一

种风气。 尤为可贵者，在明人的知识构成中，已经开

始会通古今、会通儒佛道、会通儒耶。
以会通古今为例，丘濬主张将“稽古”与“近思

切己”相结合，显然是将古今牵于一线［３６］ 。
以会通儒佛道为例，晚明儒佛道三教合一之论

甚嚣尘上，甚至一些“青衿小子”，也大多“厌薄规

矩，奔趣左道”，“虽六经四书博士制义，而亦牵帅禅

解，剥蚀圣真” ［３７］ 。 佛教开始向科举八股文渗透。
当然，所谓的三教一致，决非仅仅限于串同或凑集三

教之长，而是要超越三教，进而从根本源头上重新认

识三教［１７］１２４。
以会通儒耶为例，晚明的学者也并非止步于将

儒学与基督教合流，即将儒家的“知天”“事上帝”之
说，与基督教的“专事天主”相混，而是在此之上更

进一步，在文化上达臻会通中西的境界。 如李之藻

认为，“学问无穷，圣化无外” ［３１］２３，对于来自西方

的异文化，不妨采取“并蓄兼收”的态度［３１］７２，以昭

显“九州同文之盛” ［３１］７９；徐光启更是提出了“会通

超胜”这一颇有前瞻性的主张，建议借助于翻译—
会通—超胜这一过程，吸收西方文化，乃至超越西方

文化［３８］ 。
说其杂，主要是指文化、知识弘博背后的乱象，

甚至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明人学问，决非清儒所指

摘的“空疏”，而是存在着博杂化的倾向。 如明末学

者邱一敬、陈际泰，均读书很多，堪称博学。 他们的

学问，邱一敬有“三河杂货行”之称，陈际泰有“广城

杂货行”之号［３９］ 。 两人学问的共同之处就是如同

“杂货行”一般的博杂，应有尽有，所不同者只是多

少而已。 在知识构成上，博杂不等同于博雅。 正是

在这一点上，明儒与清儒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明
人学问，博而杂，甚至“博而不精”；而清儒学问，尤
其是乾嘉学者，正好能做到博而精。

尽管明人学问存在着博杂的偏弊，但无疑是文

化多样性的一种表征。 在文化趋于多样性的大势

下，明代的知识人开始对“异端”加以重新的认知与

包容，甚至不再排斥“异端”。 如王阳明对“异端”有
其独特的看法，认为“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
与愚夫愚妇异的，是为异端” ［１６］１０７。 以愚夫愚妇或

百姓日用作为区隔“同德”与“异端”的标准，这是明

代文化多元化的典型例证，其结果则是不再贬斥异

端，甚至对佛老不加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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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思
想家之间争辩不休，文化呈现出多元纷呈的面貌，显
然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三、明型文化的确立与历史定位

在明代，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双峰并峙，共开繁

花。 以物质文化的创造来说，明代的匠艺日趋精湛，
既有对商周、秦汉古物的刻意模仿与追捧，又有独具

匠心并反映时代审美趣味的“时玩”，甚至出现了

“时尚”一词，成为当时人们共同的物质追求。 诸如

永乐年间果园厂的漆器，南京大报恩寺的琉璃佛塔，
宣德年间的铜器，唐寅、文征明、仇英的书画，以及晚

明来自民间工匠如龚春、时大彬的砂壶，以江南为代

表且有“城市山林”之称的园林建筑，无不是国力强

盛、物质文化繁富的典型表征。
以精神文化的创造来说，由陈白沙开其端、王阳

明集其成的“心学”的崛起，不仅奠定了“明学”的宗

旨，使明代的精神史熠熠生辉，更使明人“拨云雾而

见青天”，最终使晚明成为继春秋、魏晋之后自我意

识最为高涨的时代。 以《牡丹亭》为典范的戏曲，以
及以《西游记》 《金瓶梅》为代表的白话通俗小说的

风行，既是明代文化多样性的主要色彩，更是文化趋

于商业化、通俗化的典型征候。
在传统中国，尽管朝代更替频繁、延续不断，但

就文化的整体性而言，显然具有共通性。 这就是华

夏民族文化性格，亦即所谓的“国民性”。 即使如

此，一代有一代之文化，且各自又具有各自独特的文

化性格。
１．明型文化的确立

就“近世”性或“近代”性而论，宋、元、明、清各

朝之间存在一种连续性。 关于这种连续性内在含义

的定性，学术界存在一些歧义，但至少在“平民的发

展”与“政治重要性衰退”这两个特征上③，宋、元、
明、清保持着整体一致性的势头，这势必为“近世”
或“近代”中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从普遍意义上说，所谓的“明型文化”，自然就

是明朝人生活劳作活动中产生的所有物质与非物质

的成果［３］１。 若以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作为观察的

基点，那么所谓的“明型文化”，其实就是明代的文

化性格。 从思想史的路径看，自宋至明，显然实现了

一个重大的转变。 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一是从心、理二元论到心、理一元论；二是从理

性主义到抒情主义。 在此基础上，在明代更是出现

了近代个性思想的萌芽，以及人文主义的兴盛。 明

代的人文主义并不止步于复古，而是借复古而创新，
进而形塑成基于明代特殊社会土壤之上的文化性

格，亦即“明型文化”。
明型文化性格的内蕴，可以称之为一种个性张

扬的文化，并以人文主义为主要表征。 传统中国的

精神，大抵属于一种“礼教”的精神。 这是一种“无
自”的自我观，且以礼作为行为方式的准则，极易使

“自我”的个性趋于社会规范化。 到了明代，一方

面，个人完成了自己可以驾驭自己的自律；另一方

面，就社会理性而言，同样完成了个人理性的独立化

与自律化。 这种自我的拓展，显然属于一种“近代

精神”。 自魏晋以后，比起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晚明

的文人士大夫更注重自我。 明代文化中的人文主义

色彩，其主旨在于反对宋代理学所倡导的“天理”，
进而肯定“人欲”，且内在的变迁脉络相当清晰。 王

阳明所谓的“良知”，尚有排斥“人欲”且归属于“天
理”这一面相；到泰州学派的颜钧、何心隐，则已有

“制欲非体仁”之说，甚至主张“育欲”，应该说处于

从“灭欲”向“快欲”过渡的中间阶段；到了李贽那

里，更是公开宣扬“私欲”，倡导“人皆有私”的人性

论，完成了从“天理”向“人欲”的转化。 自此以后，
如袁宗道在肯定“情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不离情

欲而证天理”的卓越之见；袁宏道主张“理在情内”，
反对“拂人情以为理”。 尤其是朱健，更是在人性论

上提出了“凭情附欲”乃至“徇私快欲”的新学说，为
个人的“情欲”与“私欲”大唱赞歌。 晚明人文主义

思潮的个人主义特色，到了朱健那里，已经处于总结

的阶段。 朱健堪称晚明个人主义的殿军［６］５５－５９。
明代文化的人文主义色彩，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使个

人从人伦社会中得以解放，人的主观性、人的性情与

性情的自然流露得到了普遍的尊重。 换言之，“人”
的概念已被作为普遍性的人的一般理念而得到理

解。 这是明代思想近代性的最大特点。
明型文化已经具备了近代“市民文化”的色彩。

明代中期以后实现了从“平民文化”向“市民文化”
的历史性转变。 明代文化究竟属于“平民文化”还

是属于“市民文化”，这在学术界存在着争论。 冈田

武彦称明代已经开出了“绚丽的庶民文化之花”，进
而导致适应官僚知识阶层的理性的精神文化的衰

退，以及适应平民阶级的抒情的精神文化的隆

盛［１］３。 冈田武彦谨慎地称明代文化为 “庶民文

化”，其原因无非在于从社会阶级的概念上说，“庶
民”与“市民”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 正如岛田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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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这里所谓的“庶民”，终究不是欧洲所谓的“市
民”，亦即作为第三阶级的“资产阶级” ［４０］１２７－１３７。
已有的研究成果显示，吕振羽最早提出明末文化中

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而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的思想

反映了“萌芽状态中的市民思想”④。 这显然已经

肯定明末文化中已经有了“市民文化”的萌芽。 可

见，争论聚焦于“平民” （或称庶民）与“市民”这两

个概念所蕴含的社会性质差异。
这就需要在中国的语境中对“市民”这一概念

重加辨析。 早在明初，史料中常见的“市民”，仅仅

属于城市居民，尤以经商者为主。 这些以经商为主

的“市民”，无疑遭到官方的抑制，甚至官府还刻意

加重他们的徭役负担⑤。 明初文献中所谓的 “市

民”，确实尚未具有城市第三阶级的身份。 但值得

引起注意的是，在明代末年的苏州府嘉定县，出现了

一种性质几乎已经与欧洲城市“市民”相近的社会

阶级，当时称之为“居民”。 此类社会群体，大抵由

两种人构成：一种是“本富田多”的“乡里耆老”，属
于城居地主，他们因为“明达政体、通习繇赋”，从而

得到地方知县的“优礼备咨询，分寄心膂”；另一种

是出身“市籍”的商人，他们或者凭借“累至巨万”的
资产，或者因为“急公好义”的口碑，同样受到了地

方知县的“委重”。 在明末的嘉定县，但凡关乎城市

公共事务的事情，地方官员不再限于与地方乡绅商

讨，而是转而与“居民”商讨一县大计。 这种“居民”
明显已是具有诸多近代性的社会阶级概念，亦即类

似于西方都市自治体中的“市民”。 明末的“居民”
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与政治主张。 如同一则记载中

的“居民”朱烨，属于城居商人，出于地方利益的考

虑，在天启初年两次秉承嘉定知县之命，亲赴京城替

百姓“伏阙请命” ［４１］ 。 此外，明代江南广泛出现的

“市隐”，其角色身份也已经从传统的宦海失意者，
完成了向市民的转变，并进而占据江南的文化中心，
以与北京的朝廷官员相颉颃［４２］３９７－３９８。 这类“市
隐”，显然介于传统的隐者与近代性的市民之间。

明型文化中“市民文化”的思想色彩，主要体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平等观念的崛起。 在晚明的社会中，传统

礼教束缚下的等级关系濒临崩溃，平等观念渐趋萌

生。 圣凡关系的平等，君臣关系的平等，父子关系的

平等，夫妇、男女关系的平等，以及职业平等的思想，
这样的观念在晚明屡见不鲜。

其二，在致富论上就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的关

系加以理性地辨析，进而建构起新型的商人伦理。

如顾大韶所著《原富》一篇，尽管尚无法与亚当·斯

密的《国富论》相提并论，但至少可以证明，在社会

转型的大潮下，明朝一些独具理性的士人开始对儒

家伦理及其思想加以反思。 与明朝有些人简单地将

仁、义、礼、智、信“五常”斥之为“五贼”不同，顾大韶

对五常加以理性的区分，即将仁、义、礼视为“富之

贼”，而将智、信视为“富之翼”，倡导存其翼、去其

贼。 随之而来者，则是出现了三大变化：一是“悭

吝”这种道德品质得到了理性的认同；二是在商人

聚会的座次排序上，不同于传统儒家伦理的“尚齿”
与“尚爵”，而是“率以赀为差”，亦即按照资产的多

少排定座次；三是对信用的重视，如唐枢清楚地认识

到信用是借贷的根本，商人一旦建立起信用，即可从

富人那里获取资本［４３］ 。
其三，商业文化趋于繁盛，且迎合大众的审美趣

味。 诸如小说、戏曲和商业文化、城市化紧密相关，
并在晚明前后形成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一个高潮，
以至被郑振铎誉为中国“近代文学”的起始［４４］ ；鼓
板、平话、弹唱、说书这些民间艺术形式，已经被视为

“时调新曲”，进而得到广泛的流行；图书出版的商

业化，既有书商仿冒伪造名人的名头，刊刻书籍，又
有评点本书籍的风行，甚至还有“春意小说”这一类

“淫书”的流行。
２．明代文化的历史定位

明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不但丰富多彩，而且极具

变化。 急剧的社会与文化变动，引发了众多学者关

注明代历史的兴趣。 由于研究者的切入角度不同，
导致对明代文化历史定位的认知乃至定性存在着一

些差异。
通观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明代文化的历史定位

大致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持赞赏的观点。 如有学者认为，明代是

可与西欧“文艺复兴”比拟的时代［１］４；有学者认为，
在明清之际， “孕育并促成了早期启蒙文化的勃

兴” ［２］３９５。
第二种持贬抑的观点。 如有学者提出，晚明的

理学之弊，“恰如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之景教”，其
结果则“使人之心思耳目皆闭塞不用，独立创造之

精神，消蚀达于零度” ［４５］ ；有学者对明代思想、文化

的近代化问题提出了质疑，认为明代还没有产生近

代欧洲的个人人格理念和理性观念，中国文化史上

没有出现欧洲的近代［４６］ 。
第三种持中庸的观点。 如有的学者一方面肯定

明学已经吸收了新兴社会的力量，甚至达到了“近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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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精神一个最高潮” ［４０］１２５；另一方面，则又不

得不承认，若以欧洲近世的尺度来衡量，在明代土壤

上开放的“近世之花”，“最终还没有盛开，就凋谢

了” ［４０］１３８；也有学者一方面承认明代文化“成就辉

煌、特色鲜明，令人自豪”；另一方面则又认为，若从

世界角度来看，明代文化令人自豪的程度“将有所

折扣” ［４７］ 。
明代文化的历史定位必须建立在明代历史的定

位之上。 像明代这样复杂多元的转型时代，因为新

生与旧有的事物杂陈，导致对这个时代的历史定位，
势必会产生许多不同的评价［４８］ 。 这就需要后来的

研究者以多元的视野，从不同的坐标对明代文化重

新加以定位。 对明代文化的历史定位加以论定，最
为关键的是必须从纵向、横向两个坐标加以考察。

从纵向的坐标观之，明代的文化性格需要置于

宋明、明清的比较场域中方可得以凸显。 简言之，明
代文化虽然承宋而来，但在自我觉醒、人文主义、文
化的庶民化与商业化方面则远超宋代，进而成为

“五四”以后新文学乃至新文化的源头。
就整体一致性来说，理学成为宋明两代的时代

思潮。 换言之，宋明之间的承接关系，相较于唐宋、
明清更为突出［４９］ 。 有学者将“近世儒学”分为宋

（包括元）与明两个阶段［５０］ ，无疑是切中肯綮之见。
就学术的内在传承性而言，清学实则对明学不乏继

承之处。 诸如：作为清代考证学理论渊源的“经学

即理学”之说，实则创始于明人归有光，钱谦益对此

说有所继承，经顾炎武的发扬光大，而后汇入乾嘉汉

学的主流；清嘉道年间边疆史地学的兴盛，尽管有乾

隆以后“边徼多事”的外在原因，但显然与晚明因

“南倭”“北虏”问题而大量涌现的关于北方边防、东
南海防著作，在学脉上也不无承袭关系。

就宋明、明清各自的差异性而言，明代的文化性

格，既不同于宋，也有别于清。 已有的研究成果无疑

具有过分夸大宋代文化的偏差。 如宫崎市定称，只
有 宋 代 文 化 才 配 被 称 为 “ 中 国 的 文 艺 复

兴” ［４２］６０－６１， 宋 代 已 近 乎 完 成 了 “ 中 国 的 近

世” ［４２］７０，明代仅仅是在重复宋代的历史，甚至“稍
呈停滞的倾向” ［４２］３７１－３７２。 细加考察不难发现，宋
学呈现出来的是关于宇宙论、人性论的近代思辨之

学，但宋儒多墨守成规，不知变通，难免流于执己穿

凿。 至明代王阳明良知之学一出，则尽扫宋儒支离

之病。 换言之，宋代儒学“规模较广”，包罗了“尊德

性”与“道问学”两个方面；明儒则“所入较深”，更是

将“尊德性”领域内的各种境界开拓到尽头，并在心

性之学上有突出贡献［５０］ 。 就社会阶层的平等性来

说，宋代无疑已经具有平民化的趋势，但因宋去唐不

远，导致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依然有所残留。 正是

在这一点上，明代相较于宋代更为进步。 宋代的精

神文化，更多地带有理性的色彩，并充满“静深严

肃”的风气；而明人则有所不同，他们更多地是去追

求感情丰富、生意盎然的东西，不再与生命相游

离［１］３。 毋庸讳言，明代是经学的衰退期。 清学正

是因考证学、文献学的繁盛而区别于明学，并因此而

得以自豪。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明代经学衰退的背

后，正好呈现出对传统古典主义的破坏，进而形成一

种不再执着于传统而立足于自由立场的风潮。 即使

是从一代精英的文化生活与生活方式的角度着眼，
“明型文化”与“清型文化”同样畛域井然：明人通过

集会、讲会、结社等形式，形成独特的讲学文化；明代

的文人好名，通过各种方式经营自己的生活圈，生活

方式不再循规蹈矩，更多地体现出一种自我表现。
反观清代，随着政治与思想气候的变化，在明代相当

兴盛的讲学文化、文人文化随之趋于衰落，取而代之

的则是一种比较“循谨中庸”的生活方式［５１］ 。
从横向的坐标观之，至少在 １６ 世纪，世界经济

的中心还不在欧洲［５］１４－１５。 自明代中期以后，商品

经济持续发展，城镇日渐兴起，庶民阶层与商人阶层

的地位渐趋重要，识字人口大为增加。 随之而来者，
则是展现庶民文化面貌的小说、戏曲及实用科技多

有发展，贴近百姓日用的王学大行其道。 基于这些

事实，称明代尤其是明末的思想已经达到儒家思想

发展的顶峰，并对未来世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１］５，
应该说符合历史的实际。 换言之，明代文化在综合、
普及和反传统方面均有创造性的贡献［５２］ 。 不止如

此，东西方文化的近代化至少在明代呈现出一种同

一性。 换言之，明代文化呈现出来的人文主义、市民

文化的色彩，不仅是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起始，更是与

人类历史的近代化趋于一致。

四、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的新思考

儒家思想与中国近代化历程之关系，前人的研

究成果基本表达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

认为，儒家思想完全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如

韦伯认为，理学是把传统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规；
费正清也认为，理学是“桎梏中国人思想的枷锁”，
是一种“僵死的价值观”，根本无法使中国近代化。
另一种意见认为，儒家思想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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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狄百瑞坚信，理学并非“始终不渝地为维持现状

服务”，它也能 “成为对现存秩序的一股批评力

量” ［５３］ 。 列文森对明清思想文化的研究，无疑加深

了对前一种意见的理解。 他认为明末清初思想家对

中国传统的批评，“它证明的是传统的稳固性，而非

传统转化的象征”；至于明代文化，则在整体上体现

出一种“非职业化”的风格［５４］ 。 基于东亚地区经济

崛起的特殊经验，一些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对儒家

伦理积极作用的探讨，显然也加深了对后一种意见

的理解。
明代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过渡

阶段。 如何看待作为传统社会思想基础的儒家伦

理，这涉及对中国近代化道路的认识问题。 关于中

国近代化历程的研究，必须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
不应以西方经验来判断中国，而是应以东亚乃至中

国为坐标。 这无疑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 沟

口雄三的中国近代社会观，亦即反对把欧洲近代视

为普遍性的价值基准，主张东亚尤其是中国有着各

自的近代的看法，显然为后来的研究者探索中国文

化近代化的相对独立性带来了诸多的启示⑥。 正如

冈田武彦所言，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必须采取一种

“内在性研究”，在东西思想创新的差异性比较中，
确定中国思想的内在独特性［１］３－５。

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无疑需要对传统及其近

代化问题进行一些理性的分析。 首先，近代化本身

不是一蹴而就之事，而是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一过程

中，儒家传统不免会与这些进程产生一些冲突。 其

次，儒家“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态体，而是一种

随着时间而不断发展的变体，“传统”与“现实”并非

完全隔绝，也不应该加以对立。 列文森断言明代文

化呈现出“非职业化”的风格，显然忽略了明代文化

的另外一种转向，亦即“职业化”势头的兴起。 如

“山人”“八股文选家”等阶层的崛起，足以证明从写

作角色来看，明代已经实现了从古代士大夫到现代

作家的一种转换。 进而言之，儒家伦理只要得以创

造性地转化，完全可以适应中国这样迥然不同于西

方文化的近代化的需要，并由此开拓出一条中国独

特的近代化之路。
若将视野重新回到明代文化的认知与定位上，

那么，可以建构起这样一种观点：一方面，从全球史

的视域来看，明代的贸易已经融入全球贸易网络体

系，且中西文化交通渐趋频繁，明代的文化自然也存

在着融入世界文化体系的倾向，进而导致在明代文

化的近代化进程中，有着与世界文化合辙的面向。

明末人文主义的勃兴，就是最好的例证。 另一方面，
从本土性的视阈来看，明代文化自有不同于他者文

化的个性，且在文化的近代化进程中呈现出本土化

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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